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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本文纳入功能分工的新视角， 采用全球价值链生

产率修正全球价值链就业测度指标，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序列和相匹配的劳动力职业就业数据库， 从 “总量” 和

“增量” 两个维度， 考察中国嵌入双循环从事不同功能活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就

业变化， 并采用构建的链式结构分解分析技术探究其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 实证

分析结果显示： 中国基本形成 “内需为主、 外需赋能” 双轮驱动的就业增长模

式， 且嵌入内 （外） 循环对中国市场 （制造） 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带动作用

更强， 而对总部经济活动的就业带动有限。 结构分解结果显示： 生产侧方面， 劳

动生产率提升是抑制中国各类功能就业的最重要因素， 尤其是制造类和市场类就

业， 但这种负向作用被生产结构的本地化扩张部分弥补； 需求侧方面， 内循环规

模扩张是拉动中国各类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增长的主引擎， 而外循环嵌入虽然也

推动实现一定程度的就业增长， 但明显弱于内循环。 本文对于理解双循环嵌入下的

中国就业功能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以及未来如何有效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具

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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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和文献评述

当前， 中国不仅面临稳就业压力， 还面临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迫切需

要。 推动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显然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但面对中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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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摩擦升级和新冠疫情等冲击， 再叠加全球生产网络的冲击放大效应， 中国在更充

分和更高质量就业两方面均承担着严峻压力 （汤铎铎等， ２０２０ ［１］； 谢锐等， ２０２１
［２］； 田开兰等， ２０２１ ［３］）。 既有研究表明， 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两种需求在带动

中国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Ｌ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４］； 葛阳琴和谢建国， ２０１９ ［５］；
张俊荣等， ２０２２ ［６］）； 与此同时， 内外需在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和高影响力环节

方面均存在明显短板效应 （Ｔｉｍｍ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７］；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８］； 王振国

等， ２０２０ ［９］； 王振国等， ２０２１ ［１０］）。 因此， 中国如何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从而一方面缓解就业压力， 另一方面打破 “低端功能锁定” 的就业困

境， 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 厘清内需和外需在中国就

业变化中扮演的角色， 并分析其演变背后的动力源泉， 这对有效推进国内国际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第一支文献是需求拉动就业的量化测度研究。 投入产出分析

技术的使用是这类研究的核心。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２） ［１１］ 率先做出有益探索， 通过构建

反映中国加工贸易异质性的单国 （区域） 投入产出表， 分别对不同贸易方式出口

的就业效应进行测度分析。 类似地，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Ｈｏｎｇ （２０１０） ［１２］对比研究了内、 外

需对中国就业的不同带动效应。 此外， 在考虑异质性的就业核算方面， 张俊荣等

（２０２２） 关注企业规模异质性， 对大、 中、 小企业在就业方面的异质性带动作用进

行了深入研究。 但以上分析都忽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性， 进一步考虑全球生

产和贸易关联， 将单国 （区域） 拓展至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框架， Ｔｉｍｍｅｒ 等

（２０１４） ［１３］首次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就业的概念和测度方法， 一国通过向其他经济体

提供中间投入品 ／服务而间接实现本国全球价值链就业也包含在内。 在此之后， 全

球价值链就业受到学术界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１４］；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Ｓａｓａ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
［１５］； Ｌ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Ｐａｈ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１６］； Ｒｅｉｊ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２０１８ ［１７］； 葛

阳琴和谢建国， ２０１９； 卫瑞和庄宗明， ２０１５ ［１８］； 谢锐等， ２０２１） 和国际机构

（ＡＤＢ， ２０１８ ［１９］； ＷＴ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２０］）的广泛关注， 且这类研究大多涉及国家、
行业和技能三个分析维度。

第二支重要文献是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功能特征研究。 由于一国就业能否顺利由

加工制造向更高质量的研发设计、 营销管理等 “微笑曲线” 两端环节拓展， 取决

于其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力和治理能力 （王振国等， ２０２０）， 也关乎其能否实现由

“人口红利” 向 “人才红利” 的顺利过渡 （戴翔和刘梦， ２０１８ ） ［２１］， 因而就业的

功能 （如管理、 研发、 市场和制造等） 特征吸引了学者的最新关注。 在对全球价

值链就业进行功能分类时， 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未明确区分功能活

动类型， 但对其进行聚类加总。 Ｒｅｉｊｎｄｅｒｓ 和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２０１８） 最先根据任务强度和

劳动力熟练程度， 将全球价值链就业区分为常规和非常规就业； 此后， Ｎｉｕ 等

（２０２２） ［２２］选取典型信息通讯技术行业， 对其常规和非常规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变动

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 Ｄｅ Ｖｒｉｅｓ 等 （２０２０） ［２３］ 研究了机器人使用对常规和非

常规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则对不同功能活动类型进行了明确的划

分。 Ｔｉｍｍｅｒ 等 （２０１９） 和 Ｂｕｃｋｌｅｙ 等 （２０２０） ［２４］ 按照就业职业类型将劳动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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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从事管理、 研发、 市场和制造等四类， 据此分别对出口功能专业化和经济差

距展开实证分析； Ｄｅ Ｖｒｉｅｓ 等 （２０１９） 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亚洲 １１ 国从事不同功能活

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化进行了测度分析。
以上两支全球价值链就业文献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仍存在以下待

改进之处： 第一， 在全球价值链就业测度方面， 大部分研究都隐含一个强假设条

件， 即假定全球各经济体在相同行业内的就业劳动力具有同质性， 换句话说， 全球

各经济体在同一行业内的就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水平相同。 事实上， 就业劳动力的生

产率水平在经济体之间具有明显的高低之分， 但在全球价值链就业测度公式中， 各

经济体生产同类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都一致。 有小部分研究尝试逐渐放松该强假设，
如 Ｒｅｉｊｎｄｅｒｓ 和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２０１８） 采用国家生产率来代替国家行业生产率， Ｂｏｈｎ 等

（２０２２） ［２５］、 Ｄｅ Ｖｒｉｅｓ 等 （２０１９）、 倪红福 （２０１７） ［２６］和王振国等 （２０２２） ［２７］尝试进

一步纳入国家行业层面的生产率差异， 其做法是采用单位就业的劳动报酬 （增加

值） 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 使用单要素劳动生产率的优势是简单易操作， 但缺

点同样明显， 一方面忽视了资本要素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 另一方面，
现实劳动报酬 （增加值） 不仅反映生产率， 还受一系列噪声影响。 本文尝试引入

Ｔｉｍｍｅｒ 和 Ｙｅ （２０１８［２８］； ２０２０［ ２９］）最新提出的国家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来

修正全球价值链就业测度指标。
第二， 由上文第一支需求拉动就业的量化测度文献可知， 现有关于中国全球价

值链就业的研究更多从国家、 行业和技能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而鲜有文献从纳入

功能活动异质性新视角出发专门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进行研究， 这明显掩盖了

不同功能活动类型的就业差异。 在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功能特征研究方面， 与本文

最相关的一篇文献是 Ｄｅ Ｖｒｉｅｓ 等 （２０１９）。 然而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

方面， 该研究使用的单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局限性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 该研究的

分析未聚焦中国， 且未进一步深入至行业， 从而未能描绘出中国全球价值链功能

性就业的完整图景； 此外， 该研究也未使用时间更长更新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
尤其考虑到 ２０１２ 年以后全球价值链趋于弱化 （Ｔｉｍｍ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３０］ ， 对 ２０１１
年之后的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的最新动态演变进行实证分析是有必要的。 事实

上， 中国就业的功能格局不仅与高质量就业发展目标息息相关， 还关乎其对全球

价值链的影响力和治理能力，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是否能顺利实现从 “人
口红利” 向 “人才红利” 的过渡。 因此， 从纳入功能分工的新视角对分功能活动

类型的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的演变及其变化动因进行深入研究， 具有重要的现实和

理论意义。
此外， 本文还与第三支文献———新近发展且广受关注的双循环研究相关。 该支

研究在理论层面， 决策层和学术界从理论渊源、 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等维度， 对国

内国际双循环进行了大量且丰富的政策解读和理论探讨， 但其更多是从理念与方向

出发来谈未来目标及做法 （即直接给出实现路径）， 而缺少严谨的量化分析 （黄群

慧和倪红福， ２０２１ ［３１］； 李敬和刘洋， ２０２２ ［３２］）。 关键的第一步是对双循环进行量

化。 在双循环指标测度方面， 江小涓和孟丽君 （２０２１） ［３３］、 李敬和刘洋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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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一鸣 （２０２０） ［３４］等依托进出口贸易总量数据， 陈全润等 （２０２２） ［３５］、 黄群慧和

倪红福 （２０２１） 和黎峰 （２０２１） ［３６］ 等依托贸易增加值数据， 来衡量中国参与国

内、 国际循环的相对程度。 其核心思想是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来理解国内国际

双循环， 即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 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 在此基础上对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进行量化测度分析。
不难看出， 目前对双循环的量化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指标测度方面， 进一步对其

影响因素或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不足。 现有研究未能将中国就业变动置于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下， 未能区分国内、 国际双循环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 且未能深入剖析

中国分功能活动方式就业增长的驱动因素。 张俊荣等 （２０２２） 在此基础上做出了

有益探索， 在单国 （区域） 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 从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需求拉

动视角， 研究中国不同规模企业参与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就业变化特点， 发现与外

循环相比， 内循环更能促进中国就业增长。 张俊荣等 （２０２２） 的优势较为明显，
即将企业规模异质性纳入分析， 但其局限性也同样明显， 如单国 （区域） 投入产

出模型忽略了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 且在计算外循环嵌入就业效应时， 中间品出

口的存在会无可避免地导致重复计算问题； 另外， 其未考虑就业的功能异质性问

题， 就业效应的功能特征也不明确。 虽然具有局限性， 但张俊荣等 （２０２２） 仍为

后续研究中国双循环嵌入的就业效应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重点关注中国嵌入双循

环的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效应， 这将丰富双循环经济效应的研究。
进一步地， 哪些因素会导致中国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的变动？ 回答这一问

题， 需要深入剖析不同功能活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 这对

于制定切实有效的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政策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由于基于投入产

出模型的结构分解分析技术能够充分反映国家—部门间复杂的生产和贸易关联， 因

而其被广泛应用于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化驱动因素研究当中， 如 Ｌｏｓ 等 （２０１５）、 葛

阳琴和谢建国 （２０１９） 采用结构分解分析技术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化中国内

需求和国外需求所扮演的差异化角色。 张俊荣等 （２０２２） 对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技

术探究中国就业变化的研究做了一个简要综述。 然而， 既有分析对于中国全球价值

链就业驱动因素的分析大多聚焦于总就业或者技能就业层面， 鲜有从功能异质性视

角对从事不同功能活动类型就业驱动因素的研究。 事实上， 劳动力从事不同类型职

业或功能活动就业的生产消耗结构存在巨大差异， 即使是同一行业的劳动力也存在

明显的职业或功能活动异质性。 那么， 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 不同职业或功能活

动就业增长的影响因素是否有所不同？
鉴于此， 本文纳入功能分工的新视角， 首先采用全球价值链生产率修正全球价

值链就业测度指标， 然后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提供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序列和相匹配的劳动力职业就业数据库， 从 “总量” 视角出发，
考察中国嵌入双循环从事不同功能活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化， 并进一步从

“增量” 视角出发， 采用构建的链式结构分解分析技术探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内外循

环拉动下中国从事不同功能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变化动因。 与既有研究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在指标构建方面， 摒弃了全球各经济体同一行业内劳

２９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动生产率具有同质性的假设， 更准确地考虑了各国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异质性， 据

此尝试提出一种经国家—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率修正的全球价值链就业测度

指标， 从而更科学地衡量一国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真实就业收益。 第二， 在理论

模型方面， 从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需求拉动视角切入， 同时纳入功能活动异质性的

分析， 从功能维度构建双循环引致全球价值链就业及其变化动因的系统分析框架，
并对比分析内外循环作用下，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 管理、 市场和制造等不

同环节的就业变动特点及其驱动因素。 第三， 在实证研究方面， 从 “总量” 和

“增量” 视角， 多维度考察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在国家、 行业和功能层面的演变及

其变化动因。 一方面运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定量分析内外循环引致中国就业的效

果， 揭示中国在 “微笑曲线” 不同功能活动环节的就业变化特点； 另一方面运

用链式结构分解分析技术对中国从事不同功能活动就业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严谨

分析。 以上分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中国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提供

了有益的参考启示。

二、 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 分功能活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就业的核算

假设全球有 Ｇ 个经济体 （ ｒ， ｓ ＝ １， ２， …， Ｇ）， 每个经济体有 Ｎ 个部门 （ ｉ， ｊ
＝ １， ２， …， Ｎ）， 且每一部门只生产单一产品或服务， 其产出既可用作中间投入，
也可满足最终需求。 则当全球市场出清时， 满足如下行向平衡关系式：

ｘ ＝ Ａｘ ＋ ｙ （１）
其中， ｘ 的典型元素 ｘｒ为 Ｎ × １ 维列向量， 表示区域 ｒ 各部门总产出； Ａｒｓ ＝ Ｚｒｓ

（ｘ＾ ｓ） －１ 表示区域 ｓ 单位产出对区域 ｒ 的直接消耗， 为 Ｎ × Ｎ 维中间投入系数矩阵；

ｙｒ为 Ｎ × １ 维向量， 表示区域 ｒ 的最终需求， 而 ｙ ＝
ｙ１

︙
ｙＧ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ｙ１１ ＋ … ＋ ｙ１Ｇ

︙
ｙＧ１ ＋ … ＋ ｙＧＧ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ｙｒｓ表

示区域 ｓ 对区域 ｒ 的最终需求。 等式 （１） 可进一步变形为：
ｘ ＝ （Ｉ － Ａ） －１ｙ ＝ Ｂｙ （２）

其中， Ｂ ＝
Ｂ１１ … Ｂ１Ｇ

︙ ⋱ ︙
ＢＧ１ … ＢＧＧ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Ｉ － Ａ） －１ ＝
Ｉ － Ａ１１ … － Ａ１Ｇ

︙ ⋱ ︙
－ ＡＧ１ … Ｉ － ＡＧＧ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１

为列昂惕夫

逆矩阵， 表示单位最终品产出所需要的各国各部门的总 （直接＋间接） 产出。
进一步地， 令 ｊｒｋ ＝ ｅｍｐｒ

ｋ （ｘ
＾ ｒ） －１ 表示区域 ｒ 单位产出带动的各部门从事不同功能

活动 ｋ （包含管理、 研发、 市场和制造） 的就业， 则全球生产链所带动的各国各部

门的分功能活动类型的就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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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Ｊｒｓ
ｋ 表示区域 ｓ 的最终需求带动的区域 ｒ 从事 ｋ 类功能活动的就业。 在全

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 区域 ｒ 不仅能通过本国实现自身就业 Ｊｒｒ
ｋ ， 还能通过向其他

经济体 ｓ （ ≠ ｒ ） 提供中间投入品 ／服务的形式来间接实现自身就业 Ｊｒｓ
ｋ （谢锐等，

２０２１） ［３７］。 因此， 区域 ｒ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真实分功能活动类型的就业水平为

∑
ｓ
Ｊｒｓ
ｋ 。 因此， 只需将等式 （３） 等号两边分别右乘一个 ＧＮ 维的单位求和向量 ι ＝

１ … １[ ] ′ ， 即沿行方向对等式 （３） 求和即可。
正如引言所强调的， 以上分析存在一个强假设， 即各国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

平相同。 例如对纺织业而言， 该假设将美国和中国单位功能性就业人员的生产率等

同视之， 这显然与现实不符。 因此， 本文进一步将国家部门层面的生产率差异纳入

分析范畴①， 即将各国家—部门层面不同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率 π 与其单位产出带动

的分功能活动就业列向量 ｊ 的对应元素相乘， 从而得到经全球价值链生产率修正的

ｊ， 即 ｊ∗。 于是， 具有全球可比性的分功能活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可由等式

（４） 计算得到：

ｅｊｏｂｓｋ ＝ ｄｉａｇ（π  ｊｋ）ＢＹι ＝ ｄｉａｇ（ ｊ∗ｋ ）ＢＹι （４）

其中， ｊ∗ｋ ＝ π ｊｋ ， 符号  表示点乘， 即矩阵或向量的对应元素相乘， ｄｉａｇ 表

示对向量作对角化处理。

进一步地， 由于最终需求 Ｙ 可分为国内需求 Ｙ＿ ＤＯＭ ＝
ｙ１１ … ０
︙ ⋱ ︙
０ … ｙＧＧ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和国外

需求 Ｙ＿ ＦＯＲ ＝
０ … ｙ１Ｇ

︙ ⋱ ︙
ｙＧ１ … ０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两部分， 即 Ｙ ＝ Ｙ＿ ＤＯＭ ＋ Ｙ＿ ＦＯＲ， 等式 （４） 可进

一步改写为：

（二） 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动的链式结构分解分析

本部分采用链式结构分解分析技术 （Ｓｕ ａｎｄ Ａｎｇ， ２０１２ ［３８］； 王振国等， ２０１９
［３９］； 谢锐等， ２０１７ ［４０］）， 对双循环嵌入下中国分功能活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就业

的变化动因进行深入分析。 这里为公式表述简洁， 我们将功能活动角标ｋ省略。 假

设观察到一组全球价值链就业序列数据， 即 ｛ｅｊｏｂｓｔｓ ｜ ｓ ＝ ０， １， …， ｍ； ｔ０ ＜ ｔ１ ＜ …
＜ ｔｍ｝ ， 则从 ｔ０ 到 ｔｍ 期， 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变化可作如下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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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Δｅｊｏｂｓ｛ ｔ０， …，ｔｍ｝ ＝ ∑
ｍ

ｓ ＝ １
（ｅｊｏｂｓｔｓ － ｅｊｏｂｓｔｓ－１）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 ｔｓ－１，ｔｓ） ＝ Δｅｊｏｂｓ（ ｔ０，ｔｍ）

（６）
根据等式 （４）， 在两个相邻时间段 ｔｓ －１到 ｔｓ， 从事特定功能活动的全球价值链

就业的变化 Δｅｊｏｂｓ（ ｔｓ－１，ｔｓ） 可作如下增量分解：
Δｅｊｏｂｓ（ ｔｓ－１，ｔｓ） ＝ Δｅｊｏｂｓ ｊ∗（ ｔｓ－１，ｔｓ） ＋ ΔｅｊｏｂｓＢ（ ｔｓ－１，ｔｓ） ＋ ΔｅｊｏｂｓＹ（ ｔｓ－１，ｔｓ） （７）

将式 （７） 代入式 （６）， 可得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化的链式结构分解形式：
Δｅｊｏｂｓ｛ ｔ０， …，ｔｍ｝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 ｊ∗（ ｔｓ－１，ｔｓ）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Ｂ（ ｔｓ－１，ｔｓ）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Ｙ（ ｔｓ－１，ｔｓ）

＝ Δｅｊｏｂｓ ｊ∗｛ ｔ０， …，ｔｍ｝ ＋ ΔｅｊｏｂｓＢ｛ ｔ０， …，ｔｍ｝ ＋ ΔｅｊｏｂｓＹ｛ ｔ０， …，ｔｍ｝ （８）
式 （８） 将国家部门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变化分解为三个部分， 即： 经全

球价值链生产率修正的链式劳动生产率变动效应 Δｅｊｏｂｓ ｊ∗｛ ｔ０， …，ｔｍ｝ 、 链式全球投

入产出结构变动效应 ΔｅｊｏｂｓＢ｛ ｔ０， …，ｔｍ｝ 以及链式最终需求变动效应 ΔｅｊｏｂｓＹ｛ ｔ０，
…，ｔｍ｝ ， 分别表示劳动生产率变化、 全球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以及最终需求变化对

分功能活动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影响。
从需求端视角理解内循环和外循环内涵， 比较分析国内、 国际双循环隐含的分

功能活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差异， 需要进一步对链式最终需求变动效应

ΔｅｊｏｂｓＹ｛ ｔ０， …，ｔｍ｝ 进行逐层分解。 首先， 按照需求地理来源地的不同， 可将最终

需求分解为国内需求 （内循环） 和国外需求 （外循环）， 即 Ｙ ＝ Ｙ＿ＤＯＭ ＋ Ｙ＿ＦＯＲ。
其次， 按照最终需求采购结构差异， 可分别将国内需求拆分为内需规模和内需结

构， 将国外需求拆分为外需规模和外需结构：
Ｙ＿ ＤＯＭ}

国内需求

＝ Ｆｄ}

内需结构

 Ｙｄ}

内需规模

， Ｙ＿ ＦＯＲ}

国外需求

＝ Ｆ ｆ}

外需结构

 Ｙ ｆ}

外需规模

（９）

其中， Ｆｄ （Ｆ ｆ） 是 ＧＮ × Ｇ 维的内 （外） 需结构， 表示各区域对区内 （外） 特

定部门的最终需求占该区域内 （外） 总需求的比重； Ｙｄ （Ｙｆ） 为各区域的内 （外）
需规模。 本文借鉴 Ｚｈｕ 和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９） ［４１］来分解国内 （外） 需求①。

由等式 （９） 可知， 最终需求变动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内需规模、 内需结构、
外需规模和外需结构四部分变动效应：

ΔｅｊｏｂｓＹ｛ ｔ０， …，ｔｍ｝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Ｆｄ

（ ｔｓ－１，ｔｓ）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Ｙｄ（ ｔｓ－１，ｔｓ）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Ｆｆ

（ ｔｓ－１，ｔｓ）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Ｙｆ（ ｔｓ－１，ｔｓ）

＝ ΔｅｊｏｂｓＦｄ
｛ ｔ０， …，ｔｍ｝　 　 　 　

＋ ΔｅｊｏｂｓＹｄ｛ ｔ０， …，ｔｍ｝ ＋ ΔｅｊｏｂｓＦｆ
｛ ｔ０， …，ｔｍ｝ ＋ ΔｅｊｏｂｓＹｆ｛ ｔ０， …，ｔｍ｝ （１０）

５９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①限于篇幅， 详细做法查阅同前。



结合等式 （１０）， 等式 （８） 可以进一步改写为如下最终链式分解形式：
　 　 Δｅｊｏｂｓ｛ ｔ０， …，ｔｍ｝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 ｊ∗（ ｔｓ－１，ｔｓ）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Ｂ（ ｔｓ－１，ｔｓ）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Ｆｄ

（ ｔｓ－１，ｔｓ）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Ｙｄ（ ｔｓ－１，ｔｓ）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Ｆｆ

（ ｔｓ－１，ｔｓ） ＋ ∑
ｍ

ｓ ＝ １
ΔｅｊｏｂｓＹｆ（ ｔｓ－１，ｔｓ）　 　

＝ Δｅｊｏｂｓ ｊ∗｛ ｔ０， …，ｔｍ｝ ＋ ΔｅｊｏｂｓＢ｛ ｔ０， …，ｔｍ｝ ＋ ΔｅｊｏｂｓＦｄ
｛ ｔ０， …，ｔｍ｝　 　 　 　

　 ＋ ΔｅｊｏｂｓＹｄ｛ ｔ０， …，ｔｍ｝ ＋ ΔｅｊｏｂｓＦｆ
｛ ｔ０， …，ｔｍ｝ ＋ ΔｅｊｏｂｓＹｆ｛ ｔ０， …，ｔｍ｝　

（１１）
等式 （１１） 存在结构分解分析形式非唯一性问题， 且随着所采用的权重而变

化。 鉴于两极分解平均法既考虑了结构分解形式非唯一性问题， 又具备简化运算的

优势， 本文采用两极分解平均法来量化等式 （１１） 中每一类效应的贡献。 以 ｔｓ －１到
ｔｓ期为例进行说明：

Δｅｊｏｂｓ（ ｔｓ－１，ｔｓ）　 　 　 　 　 　 　 　 　 　 　 　 　 　 　 　 　 　 　 　 　 　 　 　 　 　 　 　
＝ 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Ｂ ｔｓＹｔｓι － 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１）Ｂ ｔｓ－１Ｙｔｓ－１ι　 　 　 　 　 　 　 　 　 　 　 　 　 　
＝ ０ ５（ｄｉａｇ（Δｊ∗ｋ ）Ｂ ｔｓＹｔｓι ＋ ｄｉａｇ（Δｊ∗ｋ ）Ｂ ｔｓ－１Ｙｔｓ－１ι）　 　 　 　 　 　 　 　 　 　 　 　
＋ ０ ５（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１）（ΔＢ）Ｙｔｓι ＋ 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ΔＢ）Ｙｔｓ－１ι）　 　 　 　 　 　 　 　 　 　
＋ ０ ５（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１）Ｂ ｔｓ－１（（ΔＦｄ）  Ｙｄ，ｔｓ） ＋ 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Ｂ ｔｓ（（ΔＦｄ）  Ｙｄ，ｔｓ－１））
＋ ０ ５（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１）Ｂ ｔｓ－１（Ｆｄ，ｔｓ－１  （ΔＹｄ）） ＋ 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Ｂ ｔｓ（Ｆｄ，ｔｓ  （ΔＹｄ）））
＋ ０ ５（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１）Ｂ ｔｓ－１（（ΔＦ ｆ）  Ｙｆ，ｔｓ） ＋ 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Ｂ ｔｓ（（ΔＦ ｆ）  Ｙｆ，ｔｓ－１））

　 　 ＋ ０ ５（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１）Ｂ ｔｓ－１（Ｆ ｆ，ｔｓ－１  （ΔＹｆ）） ＋ 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Ｂ ｔｓ（Ｆ ｆ，ｔｓ  （ΔＹｆ）））（１２）
其中， 符号 Δ 表示变动， 如 ΔＢ ＝ Ｂ ｔｓ

－ Ｂ ｔｓ－１ 。 式 （１２） 中各驱动因素的含义如

表 １ 所示。
（三）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基础是 ２０１６ 年编制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 （Ｔｉｍｍ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以及相配套的劳动力职业就业数据库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Ｔｉｍｍ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①。 其中， ２０１６ 版 ＷＩＯＤ 涵盖的时间范围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由 ５６ 个

部门构成， 部门遵循国际标准行业第四版 （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４） 分类； 而与ＷＩＯＤ 相配套

的劳动力职业就业数据库则提供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国家部门层面从事管理、 研发、
市场和制造等功能活动的就业比重， 由 ３５ 个部门构成， 部门依据国际标准行业

第三版 （ 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３） 分类， 其中中国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
因而该数据库的权威性与准确性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王振国等， ２０２０）。 为顺利

展开本文的实证分析， 需要对以上世界投入产出表和劳动力职业就业数据库进行

时间和部门 （尤其是后者） 的匹配。 鉴于两大数据库的重合时间段为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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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者非常感谢荷兰格罗宁根增长和发展中心的 Ｇａａｉｔｚｅｎ Ｄｅ Ｖｒｉｅｓ 教授慷慨地为本文提供相配套的劳动力

职业就业数据库。



２０１４ 年， 本文采用的研究期限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进一步地， 由于劳动力职业就

业数据库和 ２０１６ 版 ＷＩＯＤ 的部门分类依据和部门数量不一致， 本文借鉴 Ｎｉｕ 等

（２０２２） 的做法， 将劳动力职业就业数据库的 ３５ 部门扩充到 ５６ 部门①。 与相配

套的社会经济账户中的就业人数相乘， 可以得到国家行业层面分功能活动类型的

直接就业量。

表 １　 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

效应名称 结构分解表达式 研究目的

劳动生产率 ０ ５（ｄｉａｇ（Δｊ∗ｋ ）Ｂｔｓ
Ｙｔｓ

ι ＋ ｄｉａｇ（Δｊ∗ｋ ）Ｂｔｓ－１
Ｙｔｓ－１

ι） 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就业影响

生产结构 ０ ５（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１）（ΔＢ）Ｙｔｓ
ι ＋ 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ΔＢ）Ｙｔｓ－１

ι） 生产结构变化的就业影响

内需结构
０ ５（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１）Ｂｔｓ－１

（（ΔＦｄ）  Ｙｄ，ｔｓ
）

＋ 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Ｂｔｓ
（（ΔＦｄ）  Ｙｄ，ｔｓ－１

））
内需结构变化的就业影响

内需规模
０ ５（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１）Ｂｔｓ－１

（Ｆｄ，ｔｓ－１
 （ΔＹｄ））

＋ 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Ｂｔｓ
（Ｆｄ，ｔｓ

 （ΔＹｄ）））
内需规模变化的就业影响

外需结构
０ ５（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１）Ｂｔｓ－１

（（ΔＦｆ）  Ｙｆ，ｔｓ
）

＋ 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Ｂｔｓ
（（ΔＦｆ）  Ｙｆ，ｔｓ－１

））
外需结构变化的就业影响

外需规模
０ ５（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１）Ｂｔｓ－１

（Ｆｆ，ｔｓ－１
 （ΔＹｆ））

＋ ｄｉａｇ（ ｊ∗ｋ，ｔｓ）Ｂｔｓ
（Ｆｆ，ｔｓ

 （ΔＹｆ）））
外需规模变化的就业影响

三、 双循环视角下中国功能性就业的动态变化分析

图 １ 给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期间中国嵌入双循环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化②， 从中

可以发现： 总体来看， 得益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红利的深度释放， 中国嵌入双

循环的全球价值链就业规模呈持续扩大趋势，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３０ ８２７１ 百万人增加

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２３ ８２９３ 百万人， 年均增长 １０ ５５％， 就业形势长期稳中提升。 进

一步地， 与外循环相比， 内循环长期主导中国就业的增长趋势， 是中国就业增长

的主要需求来源。 图 １ 测度结果显示， ２０００ 年中国嵌入内循环的全球价值链就

业规模达到 １１６ １３５１ 百万人， 相当于嵌入外循环全球价值链就业规模的 ７ ９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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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具体部门对照情况查阅同前。
行业层面双循环视角下中国功能性就业的动态变化查阅同前。 此外，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 根据

Ｎｉｕ 等 （２０２２）， 中国统计系统更多地将农业部门作为就业人数的 “蓄水池”， 即所有非农业部门无法吸收的

农村劳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 都被计入农业就业。 换句话说， 中国农业部门没有失业， 只要劳动适龄人口

能够工作， 他们就会被计算为农业就业。 因此， 非农就业人数通常被认为是反映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本文

更关注非农就业。 第二， 本文全球价值链就业的测度结果与已有文献可能并不一致， 这主要是因为本文对各

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就业进行了全球价值链生产率的修正， 从而得到具有全球可比性的全球价值链就业结果。



占当年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人数的 ８８ ７７％。 在整个样本研究期间， 中国嵌入内

循环的全球价值链就业人数以年均 １０ ６９％ 的速度平稳增长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７３ １５８０ 百万人，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 其占全国全球价值链就业人数的比重更是提

升了 １ ５６％， 达到 ９０ ３３％， 是同期嵌入外循环全球价值链就业规模的 ９ ３４ 倍。
这表明， 内循环作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需求来源， 其重要性趋于提升， 尤其是

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分功能活动方式嵌入双循环的全球价值链就业

相比之下， 外循环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带动明显偏弱， 在整个样本研究

期间累计带动就业增长 ３５ ９７９４ 百万人， 明显低于内循环的 ３５７ ０２２９ 百万人。
并且， 外循环对就业的持续驱动疲态显现， 尤其是金融危机之下， 外需市场进一

步萎缩， 这导致全球价值链就业明显跌落。 图 １ 显示， 外循环在 ２００９ 年累计带

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 ４１ １０５３ 百万人， 明显低于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８ ６７９３ 百万人。
事实上， 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外循环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减弱， 在样

本研究期末更是呈现出全球价值链就业减少态势。 上述分析表明， 在面对外部环

境冲击时， 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增长需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更加充

分挖掘和释放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 从而造就内循环为主、 外循环赋能的中国就

业新形势。
以上分析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嵌入双循环的总体全球价值链就业， 忽视了就业的

典型功能异质性。 由于一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从事功能活动的差异关乎其对价值链的

影响力和控制力， 有必要将分析进一步拓展至功能分工维度。 图 １ 还详细汇报了区

分功能活动的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测度结果。
从横向来看， 即分析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功能格局， 可以发现： （１） 无论

是嵌入内循环还是外循环， 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对不同功能活动就业的带动具有显

著差异性， 即带动更多的是从事制造和市场活动的就业。 由图 １ 可知， 对制造和市

场就业的带动规模远超管理和研发就业总和。 （２） 与制造和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 对高端总部经济活动如管理和研发 （尤其是管理） 的就业带动作用明显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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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嵌入外循环时。 图 １ 数据显示， 在整个样本分析期间， 中国嵌入内循环带动

的总部经济活动就业占比不足 ２０％， 而嵌入外循环带动的总部经济活动就业占比

更是不足 １０％。 这表明， 要想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目标， 中国要着力弥补总部经

济活动就业方面的短板和弱项， 尤其是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３） 还需

要说明的是， 以上中国嵌入双循环所呈现出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功能格局在整个样本

分析期间呈现出稳定性。
从纵向来看， 即分析分功能活动类型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化， 不难发现， 嵌入双

循环对中国从事不同功能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带动能力呈现出差异性。 具体来

看： （１） 对内循环而言， 四类功能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均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
与期初相比实现了 ３ ３９７８ ～ ４ ７６１５ 倍的增长， 尤其是市场就业实现了规模最大的

增长。 相比之下， 尽管研发带动的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有限， 但与期初相比仍然实

现了 ４ ４５２１ 倍的增长， 仅次于市场。 这表明中国嵌入内循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就

业结构优化。 （２） 与内循环相比， 中国嵌入外循环对不同功能活动全球价值链就

业的带动呈现出波动中上升趋势， 但在期末反而呈现出微弱下降趋势。 （３） 在带

动总部经济活动 （研发和管理） 就业方面， 尽管嵌入内循环和外循环对其带动

效果均有限， 但相比较而言， 嵌入外循环对总部经济活动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带动几

乎停滞不前 （见图 １ （ｂ） ）， 内循环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 尤其是对研发就业

的带动 （见图 １ （ａ） ）。 （４） 在带动制造和市场就业方面， 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

循环，其全球价值链就业效应均显著， 但仍存在异质性， 即嵌入内 （外） 循环

对中国从事市场 （制造） 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带动作用更强。 这主要表现为

图 １ （ａ） 中市场就业占比高于制造， 且该现象随时间愈发显著； 与此同时，
图 １ （ｂ）中制造就业占比高于市场， 且该现象以金融危机为分界随时间呈 “倒Ｕ” 型

趋势。

四、 双循环视角下中国功能性就业的变化动因分析

接下来， 本部分进一步利用链式结构分解分析法， 探寻不同功能分工下中国全

球价值链就业增长背后的动力源泉①， 据此详细分析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贡献。
图 ２ 展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经济整体分功能活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变

动的结构分解结果②。 可以看出， 劳动生产率变化、 全球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以及最

终需求变化都是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化背后的重要驱动因素。 其中， 最终需求变动效

应还可进一步分解为内需规模、 内需结构、 外需规模和外需结构四部分变动效应。
并且， 这六类驱动因素还可归类为生产侧和需求侧因素， 其中， 劳动生产率和生产

结构效应是生产侧因素， 剩余四类效应是需求侧因素。 从图 ２ 汇报的结果中， 可以

得到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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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 （２０２１） ［４２］详细讨论了结构分解分析的优势与不足。
限于篇幅， 行业层面的双循环视角下中国功能性就业的变化动因查阅同前。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分功能活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动的结构分解

注： 在横坐标轴，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４ 分别表示中国在期初和期末分功能活动方式嵌入双循环所引致的全球价值链
就业量； 中间六项为驱动因素， 分别表示劳动生产率、 生产结构、 内需结构、 内需规模、 外需结构和外需规
模的效应值， 其数值为正表示促进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增长， 反之则表示抑制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增长。

首先， 本文关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结构这两类生产侧驱动因素扮演的角色。
第一， 在其他驱动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劳动生产率提升引致的单位产出对

不同功能性就业需求下降， 是抑制中国各类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增长的最重要因

素， 尤其是对从事制造和市场类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业而言。 如图 ２ 所示， 劳动生

产率提升对从事制造类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影响最大， 中国制造类就业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期间大幅缩水 １４０ １７ 百万人； 紧随其后的是市场类就业， 其在整个

样本分析期间减少了 １０４ ９０ 百万人。 相比之下， 尽管劳动生产率提升也同样抑制

了管理和研发类就业的增长， 但对其影响程度明显弱于制造和市场， 尤其是对管理

类就业的影响最低， 仅约占市场和制造类就业损失的十分之一。 在正确理解这种生

产率提升抑制不同功能性就业的差异性方面， 常规替代型技术进步是一个有效的解

释， 即企业 （或行业 ／国家） 可以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和资本深化等形式来替代劳动

力， 尤其是常规和手工工作， 而这主要是制造和市场类就业。 这意味着伴随劳动生

产率的提升， 其对全球价值链就业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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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生产结构倾向于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的增长， 这与劳动生产

率效应正好相反。 图 ２ 测度结果显示， 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 分析期间生产结构

的变动推动了中国从事管理、 研发、 市场和制造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增长。 这与

中国在生产过程中日益增加对国产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有关， 而上游中间品生产扩张

会引致更大的就业需求， 并且该比例越高， 生产结构的促进效果越明显， 反之则越

弱 （谢锐等， ２０２１）。 上述分析表明， 样本研究期间中国国内中间投入结构呈现出

“高国内就业” 趋势。 进一步地， 生产结构的这种就业带动作用在不同功能活动就

业间存在明显差异， 对市场和制造类就业的提升效应显著 （≈ ３０）， 相比之下， 对

从事总部经济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业的促进作用则非常有限 （≈ ３）。 考虑到如下

典型事实， 即单位产出对总部经济活动就业带动作用要弱于制造和市场类就业， 上

述生产结构变化的就业促进效应所呈现出的功能异质性也就不难理解。 虽然生产的

本地化扩张促进了中国各类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在分析期间的增长， 但由于生产

结构的促进作用明显弱于生产率提升的抑制作用， 综合来看， 生产侧驱动因素仍是

抑制中国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
其次， 本文关注需求侧驱动因素在中国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变化中扮演的角

色， 据此详细分析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贡献。
第一， 在整个样本研究期间， 国内需求的稳步提升充分释放内循环活力， 而内

循环规模扩张又是拉动中国各类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增长的主引擎， 但这种效应

呈现出功能异质性。 图 ２ 表明， 对各类功能活动而言， 内需规模扩张的就业创造效

应不仅能够完全抵消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就业破坏效应， 还能继续促进功能性就业的

增长， 但这种增长在不同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之间步伐不一致。 相较而言， 内需

规模扩张使得市场类就业新增 ２３２ ０２ 百万人， 在四类功能性就业中增长最多； 制

造类就业紧随其后， 新增就业也超过 ２００ 百万人； 排在末位的是管理类就业， 内需

规模扩张仅带动其新增 ２１ １８ 百万人， 不足市场类就业的十分之一； 令人欣喜的是

研发类就业， 其因内需规模扩张而新增 ８８ ６１ 百万人， 达到制造类新增就业的

４２ ６２％。 上述分析表明， 近 １４ 亿人口的庞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就业源源不断的增长

动力源泉。 关于内需结构变动， 对不同功能性就业而言， 内需结构效应表现出不同

的作用方向， 在抑制管理和市场就业的同时又促进了研发和制造就业的增长， 但其

影响通常非常有限。 因此， 在未来如何通过调整优化最终需求产品结构来促进就业

增长和升级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
第二， 外循环嵌入促进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期间的

增长， 但这种促进作用明显弱于内循环。 如图 ２ 测度结果所示， 对各类全球价值链

功能性就业而言， 外需规模和外需结构的效应值都为正， 表明在其他驱动因素保持

不变的条件下， 外需规模的扩张和外需结构的调整倾向于促进功能性就业在整个分

析期间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 从比较视角来看， 外循环嵌入的就业增长促进作用在

不同功能活动间分布不均。 通过比较图 ２ （ａ） — （ｄ） 中外需规模和结构的效应值

可以发现， 在就业促进作用方面， “强” 市场和制造与 “弱” 管理和研发并存。 进

一步与内循环嵌入相比， 无论是从规模还是结构来看， 外循环嵌入对制造类就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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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作用都更大， 在整个分析期间带动的制造类就业比市场类就业高 ４ 百万人左

右。 这与入世以后中国大量承接加工组装环节外包有关， 且再次印证了上文的分析

结论， 即嵌入内 （外） 循环对中国从事市场 （制造） 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带

动作用更强。 此外， 与外需结构改善相比， 外需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稍显劣势， 但

两种效应大致呈现出相似的态势， 其作用均有限。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功能分工的新视角出发， 采用 ＷＩＯＤ 提供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世界投入产

出表序列和相匹配的劳动力职业就业数据库， 基于经全球价值链生产率修正的全球

价值链就业测度方法和链式结构分解分析模型， 对中国嵌入双循环从事不同功能活

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变化及其背后的动因进行测度与分析。 本文的实证分析得

到如下主要结论：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期间， 中国嵌入双循环的全球价值链就业呈持

续上升趋势， 且内循环嵌入是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需求来源， 基本形成 “内需为

主、 外需赋能” 的双轮驱动的就业增长模式。 但这种就业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功能

异质性， 即更多地带动从事制造和市场活动的就业， 且嵌入内 （外） 循环对中国

从事市场 （制造） 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 而对总部经济活动就

业带动有限， 这表明推动中国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依然任重道远。 基于链式结构分解

分析的实证结果显示， 劳动生产率提升引致的单位产出对不同功能性就业的需求下

降， 是抑制中国各类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 生产的

本地化扩张部分弥补了生产率提升的抑制作用， 综合来看， 生产侧驱动因素仍是抑

制中国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 关于需求侧驱动因素， 内循环规模

扩张是拉动中国各类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增长的主引擎， 且内需规模扩张的就业

创造效应能够完全抵消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就业破坏效应； 相较而言， 外循环嵌入虽

然也推动就业增长， 但这种促进作用明显弱于内循环。 这表明， 近 １４ 亿人口的庞

大国内市场仍然是中国就业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源泉。
本文的结论蕴含着丰富的政策启示： （１） 中国嵌入双循环所创造的全球价值

链就业主要分布在制造和市场环节， 在总部经济活动如管理和研发方面呈现出显著

的短板。 因此， 补总部经济活动方面的就业短板便成为中国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的关键所在， 这需要以稳制造和市场类就业为前提， 在此基础上不断向 “微笑

曲线” 两端环节拓展。 此外， 政府还应加大劳动者技能培训， 以此适应高端岗位

需求， 为高端功能环节就业提供充足后备军。 （２） 从双循环需求拉动视角看， 中

国全球价值链就业基本遵循 “内需为主、 外需赋能” 的双轮驱动增长模式， 并且

本文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还表明， 需求规模扩张是驱动全球价值链就业增长的主引

擎。 鉴于此， 一方面应重点培育国内消费， 形成对中国就业强有力的拉动， 另一方

面要注重外需促进就业的辅助作用， 多措并举推动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针

对性的措施包括： 加快建设强大的统一国内大市场， 将近 １４ 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转化为现实就业红利； 深入挖掘新外贸增长点， 尤其拓宽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外贸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持续巩固与现有主要贸易经济体间的健康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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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３） 劳动生产率提升是抑制中国全球价值链就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尤其

是对从事制造和市场类活动的就业而言， 而劳动生产率提升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趋

势， 不能通过盲目地抑制生产率提升来维持就业增长。 与此同时， 同为生产侧驱动

因素的生产结构本地化倾向于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功能性就业的增长， 这可以部分

弥补生产率提升的抑制作用。 这意味着， 更加紧密的国内生产关联能够有效弥补生

产率提升的就业破坏效应。 因此， 在 “扬长” 方面， 应通过有效策略来促进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培育深化国内价值链， 从而实现就业增长目标； 在 “避短” 方

面， 劳动生产率对服务业就业的挤出明显弱于制造业， 且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

力， 因而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 拓宽就业 “蓄水池”， 一方面发挥其稳就业增长作

用， 另一方面发挥其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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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责任编辑　 张晨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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